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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的高质量数字
乡村发展组态路径分析

王 前，徐 杨，罗雨阳

摘要：探寻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是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发展的理论需要与实践

诉求。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分析框架，以37个数字乡村百强

县为高质量发展典型研究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数字乡村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是政府职能、经济基础、数字基建和人力资源等

多个影响因素相互依赖耦合产生的结果；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可归纳为产业—人才推动型、

经济—人才推动型、政府—基建推动型以及政府—基建—人才推动型；人才规模对数字乡村高

质量发展起显著作用；消费水平与财政支出存在替代效应，同时与产业结构存在抵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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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乡村建设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应有之义。自2018年我国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概念，连续六年都对数字乡村建设作了明确的指示和部署，如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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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

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倡导现代化、智能化的乡村治理体系等。随着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以及5G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一系列数字乡村建设政策的实施，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已取得

显著成绩。《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显示，农技推广的服务的信息化率达到61.3%，5G网络已

覆盖所有县城城区、全国六类涉农政务服务事项综合在线办事率达68.2%、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服务的村

级综合服务站点增至48.3万个，行政村覆盖率达到86.0%等。但我国乡村地区分布广泛，数字乡村发展水

平参差不齐，总体上呈现出“从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逐渐递减”的阶梯式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

性[1]。与此同时，我国数字乡村发展也涌现出了一大批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其中由北京大学新农村发

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共同研究和测算的2020年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前100名的县（市、区）是目前最

为学界认可的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影响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复杂因素组

合又形成了哪些推动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对这两个问题的科学回答，有助于提高后续国家

对数字乡村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也有助于各地因地制宜地选择推动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合适路径。

二、文献综述

关于数字乡村发展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数字乡村发展与多方主体的参

与密切相关。数字乡村发展既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引领作用，也离不开市场的专业技术服务，更离不开村

民的广泛积极参与[2]。首先，政府是发展数字乡村的核心主体，不仅能顶层设计数字乡村发展目标、利用

政策制度统筹社会资源，还能凭借政府执行力进行监督反馈，实时把控数字乡村发展进程[3]。其次，企业

等市场组织是发展数字乡村的重要主体，一方面，市场根据数字乡村发展的实际需求，利用其天然的逐

利式市场化运作，优化资源配置，为数字乡村发展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新型技术，从而提高数字乡村发展

效率[4]；另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需求也能够引导乡村产业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间接促进数字乡村发展[5]。

最后，村民是发展数字乡村的直接参与者、见证者以及最终受益者，村民对数字乡村的发展成果最有发

言权，村民的积极参与有助于及时调整数字乡村的发展方向[6]。对此，学者们提出构建由政府引导、市场

参与、村民协同的联动推进机制，以此激活多元主体参与，引导企业、社会机构等主体提供与数字乡村

发展有关的服务，发挥各实体优势，合力共建数字乡村[7-8]。二是数字乡村发展与多种要素的投入密不可

分。数字乡村发展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大量物力、人力、财力等多方要素的不断投

入[2]。在物力硬件层面，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乡村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提高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

平，数字技术才具备施展的平台，也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数字化[9]。在人力软件层面，人才是数字乡村发展

的创新动力，数字人才能够深层次挖掘数据价值，跟上数字技术的革新迭代，改善科技创新生态，为数

字乡村发展带来创新创造活力[10]。另外，在财力支持层面，王建民提出产业是数字乡村发展的“物质载

体”，其兴旺发展有助于提升乡村经济水平、加大数字乡村发展要素的投入，从而促进数字乡村发展[11]。

学者们由此提出为数字乡村发展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加大数字

人才培育和引进力度等措施来加强有关数字乡村发展的人力物力保障[12]；同时，通过加快乡村5G、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乡村区域的水利、公路、电力、农业生产处理等传统基础设

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来筑牢数字乡村的数字基础保障[13]；此外，在硬件技术创新上也要加快“产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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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作，在软件技术创新上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来推进数字技术创新供给，进而提高数字乡村发

展效率[14]。

在定量实证检验方面，杨仪娟等[15]针对四川省利用地理加权回归实证分析得到农村金融、收入水平、

互联网发展水平、人口受教育水平、政府支持和交通条件对数字乡村发展的影响依次递减，且各因素两

两交互作用；李燕凌[10]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得到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乡村建设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

出效应，而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贺小荣[16]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得到城乡收入

差距、路网密度对数字乡村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在定性案例分析方面，武小龙等[17]以曹县D村为案例考察

得到农民作为数字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能有效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整体效能；范贝贝[18]以河北省肃宁县为

案例访谈得到数字乡村发展应以基层政府为主导，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全面高效参与，以此构建数字乡村

建设共同体；刘祖云[19]以南京市浦口区为案例调研得到数字技术促进乡村应用场景升级，从而为数字乡村

发展提质增速。

然而，既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既有文献虽指出数字乡村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但对多重

复杂因素在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复杂协调机制缺乏深入研究；二是既有文献提出的发展路径

更多着眼于数字乡村整体发展，缺少对各地数字乡村发展个性化约束条件的关照；三是在研究方法上，

大多数学者采用定量的单因素实证研究或定性的单一地区案例分析，鲜有学者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定

性比较分析方法引入数字乡村研究之中。故而本文尝试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

法对37个典型案例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以揭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和多重复杂因果机

制下的组态路径，进而为各地区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选择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决策参考。

三、分析框架

新内生发展理论是1999年英国泰恩河畔纽卡斯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雷在对基于传统外生和内生理

论的乡村实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新发展理论[20]。该理论主张将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相互交融，形成

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混合发展模式[21]。该发展模式打破了单纯接受外来资源投入进行地区发展的传统外

生发展模式，也超越了摆脱外界资本依赖而激发源自地方内部生长的传统内生发展模式。在经济全球化、

资源要素大流动时代背景下，现代农村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也迫切需要外界资

源的注入[22]。但一味“输血式”资源投入，易导致农村忽略内生机制的建立，最终丧失其经济与文化的独

立性而陷入危机[23]。因此，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要依靠乡村内部的资源能力，发挥村民的建设主体作用，也

要充分利用外部的数字技术、资金以及人才等资源，形成内外联动的发展模式。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核

心观点，综合郑永兰[24]、孙悦[25]的研究，本文分别从外生式—内生式两个维度，从政府职能、数字基建、

经济基础以及人力资源四个方面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分析框架（见图1）。
（一）外生因素

1.政府职能

中央政府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者，决定着数字乡村发展的大方向和推进进程。同时，地方

政府也有较大的自主权，能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个性化制定地方性政策，并利用财政支出等政策工具，

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数字乡村的发展，撬动社会资源投入到发展之中，形成以政府主导、企业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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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同参与的数字乡村发展格局[26]。但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格局下，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受其注意力

分配的影响[27]。因此，各地政府在数字乡村发展中的作用方式与作用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地方政

府对数字乡村发展的重视程度。

2.数字基建

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

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28]。数字基础建设是将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与乡村

建设融合进行发展的媒介。通过数字基础建设，不仅能实现信息互通、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还可以降低

经济运行成本，从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治理更加有效、提高乡村居民生活质量[29]。因此，乡村

网络设施、信息终端和服务供给、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等数字基础建设，可以为大数据、云计算以

及5G网络等新技术提供新的乡村应用场景，从而激发乡村建设新活力，促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

（二）内生因素

1.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发展不仅影响各地区地方性政策等上层建筑的发展情况，还为

各地区数字乡村发展带来不同的发展机遇。首先，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直接为数字乡村发展带来资本、

技术以及人才等生产要素，使乡村既成为生产要素的供应地，也成为新型生产要素需求地[30]。其次，产业

结构升级能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产业的发展，催生乡村产业新业态，打造乡村产业生态圈，

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持[31]。最后，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消费需求也随之升级，提升了乡村居民

对更加高效便捷的数字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度和接受度，有利于推进数字乡村发展。因此，经济基础是数

字乡村发展的重要基础，能增强数字乡村发展的外部力量，促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

2.人力资源

乡村居民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主力军和主要受益者。农村人口及人才资源越丰富，数字乡村发展的内

生能力才更强。一方面，乡村人才凭借其对乡村的熟悉程度，以其前瞻性和战略眼光，找准适合本地发

展的特色产业，促进乡村产业现代化转型、助力数字乡村发展[32-33]。另一方面，乡村人才能够以数字知识

储备以及掌握的数字技术，开展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在乡村的应用转化，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

为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提供技术创新支撑。此外，乡村人才还能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让乡村传统文

图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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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焕发新光彩，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如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扩大乡村文化影响力，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使数字乡村发展焕发新生机和内生动力[34]。因此，乡村人力资源的丰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数

字乡村发展水平。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是适用于变量难以划分为二元，且针对中间状态变量进行分析的方法。由

于本文所选取的结果与条件变量都具备完整的数据作为支撑，且各变量在程度与水平上存在差异，所以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1.数据来源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研究报告》中的“数字乡村百强县榜单”是目前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

衡量的权威榜单，入榜县（市、区）是我国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代表。因此，选取2020年数字乡

村百强县榜单中的县（市、区），排除数据不完整的县（市、区），最终以数据完整的 37个县（市、区）

为研究样本。研究数据来源如下：结果变量来自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共同研究和

测算的县域数字乡村数据库。条件变量分别来自2020年县域统计年鉴、各地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国泰安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EPS数据平台。

2.结果变量

数字乡村发展水平选用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共同研究和测算的县域数字乡村

数据库中2020年数字乡村指数进行衡量。该指标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

化以及乡村生活数字化四个维度的一级指标，数字化生产、数字化供应链、数字化营销、数字化金融、

治理手段数字化、数字消费、数字文教、数字生活等二级指标共同测算得出，全方位评价了我国乡村数

字化情况，确保了数据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3.条件变量

政府职能，选用财政支出进行衡量。地方政府助力数字乡村发展时所偏好的政策工具类型为供给型>
环境型>需求型，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达到51.33%[27]，表明各地数字乡村发展还需要政府“输血式”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技术，而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出。同时有研究表明，县域数字乡村建

设的财政投入与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呈明显正相关[35]，故而选用财政支出衡量政府职能。

经济基础，选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水平进行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是地区经济基础规

模、速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的直接表现形式，一般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衡量[36]。产业结构是指各行业在

总体经济中的占比，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37]。消费水

平是评估经济健康状况的关键经济指标，且高消费水平能够增加内需，促进生产提高市场流动性，促进

经济稳定增长[38]。综上，选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水平三个指标反映经济基础。

数字基建，参考相关研究选用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进行衡量[39]。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不仅是

人们广泛运用数字技术的媒介，也是广大人民参与数字化建设的重要工具。故而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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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普及率能够反映某地区的信息化水平，进而反映数字基建情况。

人力资源，参考相关研究选用人口规模和人才规模进行衡量[39]。人才是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人口又是人力资源的基础，三者之间存在包含关系，密不可分并且相互依存、相互转化[40]。为此使用人口

规模及人才规模来对人力资源进行衡量。

五、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数据校准

数据校准是指将所获取的案例原始数据，通过一定的方法转化为 fsQCA软件所能识别的模糊隶属度的

过程。数据校准的方法分为直接校准法和间接校准法。直接校准法是基于理论和实践所提出的三个定性

锚点：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然后利用 fsQCA软件进行数据校准，一般常用的定性锚点值

有两组，分别是25%、50%、75%以及5%、50%、95%；间接校准法是指研究人员以其对案例数据的了解

和判断，将各变量赋值于0—1之间。

借鉴Fiss[41]的研究，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75%分位数设置为完全隶属点，

50%分位数设置为交叉点，25%分位数设置为完全不隶属点来进行数据校准。为避免出现案例难以归类

而不被纳入分析的情况，故将所得到隶属度为0.5的集合通过加上0.001进行调整[37]。具体校准结果如表1
所示。

（二）单变量的必要条件分析

为排除必要条件对后续充分性分析的影响，需要先进行单变量的必要条件分析。一般以“一致性”

指标为主，“覆盖率”指标为辅来判定该条件变量是否为必要条件。当“一致性”大于0.9时，该条件便

认定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反之，则被认定为非必要条件。“覆盖率”则是用来判断该条件变量对结果

变量的解释力度，其不存在可接受的下限阈值，但“覆盖率”远低于0.5的情况较为罕见[42]，覆盖率越高，

就表明该条件变量的解释力度越大。本研究通过 fsQCA3.0软件分别检验了8个条件变量对数字乡村高水平

发展及数字乡村低水平发展的必要性及覆盖率，具体结果如表２所示。数据表明各单一条件变量的一致

性均小于0.9，覆盖度均小于1，因此所分析的8个条件变量并非影响数字乡村发展的必要条件。

表1　数据校准结果

结果变量

条件变量

指标名称

数字乡村指数

财政支出

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消费水平

移动电话普及率

互联网普及率

人口规模

人才规模

完全隶属点

98.23
1 074 400

12.316
0.538
0.444
1.532
0.658
0.076

120.158

交叉点

93.08
862 200

8.901
0.407
0.407
1.303
0.449
0.056

98.409

完全不隶属点

87.20
564 700

5.850
0.318
0.318
0.977
0.341
0.037

6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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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非高水平。

（三）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充分性分析是评估条件变量或条件变量的组合是否能构成结果变量充分条件的过程。在利用 fsQCA软

件进行标准性分析后可得到复杂解、中间解以及简单解，其中同时出现在中间解和简单解中的条件变量

为核心条件，仅在简单解中出现的条件变量为边缘条件[43]。本文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案例频数

阈值设置为 1，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8，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数字乡村高水平发展有 6个组态，

且总体解的一致性是0.944，大于一致性的最低可接受范围0.8，总体覆盖度是0.492，表明该组态解可以

解释近49.2%数字乡村发展高水平的案例。同时各条路径的一致性阈值均大于0.8，表明各路径的一致性

水平都较高，能够充分解释结果变量。

组态1 （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人口规模*人才规

模）：此路径含义为在经济发展水平、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较低以及人口规模不大的情形下，

以高级化产业结构及高人才规模为主、高财政支出为辅、消费水平次要的路径可以实现数字乡村发展高

水平。该路径的一致性为0.945，原始覆盖率为0.083，净覆盖率为0.020，表明该组态能够解释大约8.3%
的案例，且大约2%的案例仅能用该路径解释。

组态2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水平*~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人口规模*人才规

模）：此路径含义为在经济发展水平、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较低以及人口规模不大的情形下，

以高级化产业结构及高人才规模为主，高消费水平为辅、财政支出无关紧要的路径可以实现数字乡村发

表2　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

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

移动电话普及率

~移动电话普及率

互联网普及率

~互联网普及率

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

人才规模

~人才规模

数字乡村高水平发展

一致性

0.540 682
0.540 089
0.478 757
0.589 091
0.538 528
0.536 858
0.535 297
0.518 012
0.614 991
0.462 011
0.513 758
0.569 705
0.506 866
0.580 367
0.698 509
0.375 263

覆盖度

0.544 789
0.540 148
0.495 569
0.574 007
0.557 749
0.522 838
0.557 825
0.501 590
0.616 985
0.464 060
0.551 790
0.536 811
0.517 425
0.573 054
0.703 433
0.375 505

数字乡村低水平发展

一致性

0.536 654
0.5447 39
0.559 444
0.508 926
0.506 267
0.569 700
0.4813 07
0.572 413
0.462 315
0.615 280
0.504 640
0.579 467
0.564 274
0.523 631
0.3711 00
0.703 239

覆盖度

0.536 596
0.540 632
0.574 661
0.492 103
0.520 328
0.550 580
0.497 727
0.550 029
0.46 0267
0.613 284
0.537 852
0.541 834
0.571 625
0.513 080
0.370 858
0.698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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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高水平。该路径的一致性为0.904，原始覆盖率为0.182，净覆盖率为0.117，表明该组态能够解释大约

18.2%的案例，且大约11.7%的案例仅能用该路径解释。

组态3（~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水平*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人口规模

*人才规模）：此路径含义为在财政支出较少、产业结构不合理、消费水平及人口规模不大的情形下，以

高经济发展水平及高人才规模为主、高移动电话普及率及高互联网普及率为辅的路径可以实现数字乡村

发展高水平。该路径的一致性为0.940，原始覆盖率为0.102，净覆盖率为0.060，表明该组态能够解释大

约10.2%的案例，且大约6%的案例仅能用该路径解释。

组态4（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水平*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人口规模*~
人才规模）：此路径含义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口规模及人才规模不大的情形下，以高财政支出及高

移动电话普及率为主，高级化产业结构、高消费水平及高互联网普及率为辅的路径可以实现数字乡村发

展高水平。该路径的一致性为0.887，原始覆盖率为0.055，净覆盖率为0.031，表明该组态能够解释大约

5.5%的案例，且大约3.1%的案例仅能用该路径解释。

组态5（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水平*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人口规模*
人才规模）：此路径含义为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及消费水平不高的情形下，以高财政支出、高互联网普及

率、高人口规模以及高人才规模为主、高经济发展水平及高移动电话普及率为辅的路径可以实现数字乡

村发展高水平。该路径的一致性为0.951，原始覆盖率为0.158，净覆盖率为0.113，表明该组态能够解释

表3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结果

财政支出

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消费水平

移动电话普及率

互联网普及率

人口规模

人才规模

一致性

原始覆盖率

净覆盖率

解的一致性

解的覆盖度

组态1

❋
○
●

⊗
○
○
●

0.945
0.083
0.020

0.944
0.492

组态2

○
●
❋
⊗
○
○
●

0.904
0.182
0.117

组态3

○
●
⊗
○
❋
❋
⊗
●

0.940
0.102
0.060

组态4

●
⊗
❋
❋
●
❋
○
○

0.887
0.055
0.031

组态5

●
❋
○
○
❋
●
●
●

0.951
0.158
0.113

组态6

●
❋
❋
❋
❋
●
●
●

0.947
0.078
0.045

注：●表示该核心前因条件存在；❋表示该边缘前因条件存在；⊗表示该核心前因条件不存在；○表示该边缘前因条件不存在；

“空白”表示该前因条件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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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5.8%的案例，且大约11.3%的案例仅能用该路径解释。

组态6（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水平*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人口规模*人
才规模）：此路径含义为以高财政支出、高互联网普及率以及高人口规模以及高人才规模为主，高经济发

展水平、高级化产业结构、高消费水平以及高移动电话普及率为辅的路径可以实现数字乡村发展高水平。

该路径的一致性为 0.947，原始覆盖率为 0.078，净覆盖率为 0.045，表明该组态能够解释大约 7.8%的案

例，且大约4.5%的案例仅能用该路径解释。

（四）驱动模式分析

以充分性分析所得到的6条组态为基础，依据各组态的核心条件组合，可将我国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

路径归纳为4种驱动模式，即产业—人才推动型、经济—人才推动型、政府—基建推动型以及政府—基建

—人才推动型。

1.产业—人才推动型

该路径包含组态1和组态2。此路径的核心条件为产业结构与人才规模，故命名为产业—人才推动型。

首先，产业结构升级不仅能够有效推动乡村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如智慧农业设施建设、物流配送中

心等，为数字乡村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还能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乡村产业的经济附加

值和核心竞争力，为数字乡村发展提供经济支撑。其次，乡村人才依托其对乡村本土的了解，利用其掌

握的知识和技术，能最大限度发现数字乡村发展的实际困境并找到行之有效的突破方法，从而促进数字

乡村发展。该路径的典型案例有浙江省永嘉县、浙江省临海市、浙江省缙云县和浙江省天台县。作为典

型案例之一的永嘉县，依据其人民政府网站所披露的相关信息，该县聚焦“一核两翼”的制造业布局，

实施“十个一”产业链链长制，推动传统工业泵阀向能源关键装备转型，鞋服产业向“时尚+科技”转

型，使得其深厚的工业底蕴成为该县发展的最强竞争力。针对人才，永嘉县坚信“筑巢引凤”的原理，

分别在住房、子女教育、人才补贴以及人文关怀等方面采取系列措施，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使人才既

能“引得进”也能“留得住”。

2.经济—人才推动型

该路径包含组态3。该路径的核心条件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规模，故命名为经济—人才推动型。首

先，经济发展水平是数字乡村发展最根本、最持久的经济保障来源。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往

往会带来资金以及人才等资源的集聚，为数字乡村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

的本土企业，更有资金实力和信心进行数字乡村项目投资，从而改善乡村基础配套设施，推动数字技术

在乡村的广泛应用。其次，人才是数字乡村发展“软实力”，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村民对新技术的接

受能力和意愿更加强烈，能有效利用数字基建将数字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进而推动数字乡村发展。

该路径的典型案例为浙江省德清县。据德清县人民政府网站资料，该县近年来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绩，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均有良好表现。2023年全县生产总值达到680.7亿元，同比增长

5.3%，位列该市生产总值第二名，雄厚的经济实力筑牢了数字乡村发展基础。为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德清县对科技创新设立专项资金且投入资金和研发强度逐年增加，并出台《德清县“金蓝领”高技能人

才引进培育实施办法》等各项激励外来人才落户德清的保障政策，使得该县县域人才总量突破了十六万

人成为浙江省人才大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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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基建推动型

该路径包含组态4。该路径的核心条件为财政支出和移动电话普及率，故命名为政府—基建推动型。

首先，政府财政支出，既能为数字乡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用于乡村人才引进和培育，还能引导社会多方

资源流向数字乡村发展领域，增加数字乡村发展的多元化投入。其次，良好的数字基建为数字乡村发展

打牢“硬件”基础，进而推动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新型农村经济形式形成，改善农村教育、医疗以及

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使数字技术在乡村发展中有焕发更多应用场景。该路径的典型案例为浙江省

东阳市。经查阅东阳市人民政府网站相关信息发现，在政府职能方面，东阳市人民政府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发布多项有关推进通知，将有关工作任务细分至各牵头部门，将任务与权责归属清晰，并投入约25.5
亿财政资金，助力乡村振兴。在数字基建方面，东阳市搭建一体化公共数据平台、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

与华为共同推进“智慧花园”项目的同时联合中国移动建设了全智能的“智慧花园乡村大脑”。

4.政府—基建—人才推动型

该路径包含组态5和组态6。该路径的核心条件为财政支出、互联网普及率、人口规模及人才规模，

同时，不存在经济基础因素的条件变量，故命名为政府—基建—人才推动型。首先，数字基建的建设成

型能为数字技术提供平台，在较大程度上缓解数字乡村发展的资金消耗，使政府的财政支出能够弥补乡

村薄弱的经济基础，为数字乡村发展提供充足资金。其次，乡村人才依旧凭借其知识才能和数字技术储

备利用各项数字基建，走好“技术下乡，落地转型”的最后一步。最后，政府统筹规划资源配置，提高

资源的利用效率，加速数字乡村发展的步伐。该路径的典型案例为浙江省慈溪市、余姚市、镇海区和桐

乡市。以桐乡市为例，桐乡市人民政府网站相关资料显示，在政府职能方面，该市不仅成立由分管副市

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建立由市政府办牵头的数字乡村建设工作协调推进机制，更是投入了超25亿的财

政进行数字乡村的建设。在数字基建方面，桐乡市通过建立了乡村数智生活馆来提升和改造乡村数字基

础设施。在人力资源方面，该市先后出台多项方案和政策以培养和引进人才，如《桐乡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高质量护航乡村振兴实施方案》等，同时利用桐乡“人才码”上线67项人才服务，为人才提供

坚实的社会保障。

（五）条件关系分析

条件关系分析是将核心条件一致的组态进行对比，得出前因条件间关系的过程。通过条件关系分析，

识别出前因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形式，有助于增进对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理解。如图2所示，数字

乡村高质量发展模式中存在两组条件关系。

第一，产业—人才推动型中的替代关系。通过组态1和组态2发现，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且人才数量

较多的地区，“财政支出”与“消费水平”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政府财政支出能够为数字乡村发展带来最

直接、最根本的资源供给，而高消费水平也能扩大市场需求、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改造，间接为发展

数字乡村带来相关要素投入。另外，政府财政支出也能够刺激社会总收入的增加，从而提高居民可支配

收入、提升消费水平，最终对消费水平产生一定的弥补作用[44]。因此，“财政支出”与“消费水平”能够

相互替代、相互弥补。

第二，政府—基建—人才推动型中的抵消关系。通过组态5和组态6发现，对于政府财政支出较多、

数字基建较为完善且人才数量较多的地区，“产业结构”与“消费水平”之间存在抵消作用。当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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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时，消费领域主要集中于生活大件开支和生产资料消费上，导致挤占产业发展的资金，不利于产业

结构的优化[45]。同时，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中，我国现存的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及门槛较低的服务行

业竞争力较低，造成居民收入降低的风险增大，消费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消费将会受到一定程度抑制[46]。

因此，“产业结构”与“消费水平”在一定情况下会相互抵消。

（六）稳健性检验

fsQCA在变量赋值以及参数阈值设置等操作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需要对该

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fsQCA可以通过调整校准阈值、改变案例频数、调整一致性阈值门槛、补充或

剔除案例等方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借鉴张明和杜运周[42]的研究，采用调整一致性阈值门槛的方

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将一致性阈值门槛由0.85代替先前的0.8，调整后所得出的组态与原有组态一致，

且所得组态的总体一致性与覆盖率并无显著差异，表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收集37个县（市、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的数据，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

了不同影响因素下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各条件变量均不是影响数字

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故而政府职能、经济基础、数字基建和人力资源四大影响因素

不能独立对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作用；第二，共存在四条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即产业

—人才推动型、经济—人才推动型、政府—基建推动型以及政府—基建—人才推动型；第三，人才规模

对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突出，几乎所有的路径都体现了人才规模与数字乡村高水平发展关系极为

密切的特征；第四，财政支出与消费水平存在替代效应，产业结构和消费水平在某些情况下存在抵消

效应。

（二）实践启示

第一，因地制宜选择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区资源禀赋不

一样，各地在数字乡村发展路径选择上，需要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产

业结构、乡村人才等条件更好，可选择“产业—人才推动型”“经济—人才推动型”两条数字乡村发展路

径；发展稍显滞后的中部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较差，可选择“政府—基建—人才推动型”发展路径；西

图2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模式中的条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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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不仅经济基础较差，乡村人才也可能相对短缺，可选择“政府—基建推动型”路径来推动数字

乡村的发展。

第二，把夯实人才基础作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乡村人才是数字乡村发展的主力军，是影

响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各地区都要大力培育与发掘数字乡村人才。首先，地方政府要做好

乡村人才队伍培育规划，加大乡村公务员招录指标，鼓励走出去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其次，地方政府

要加强产学合作，引导企业及高校人才来乡举办知识讲座或技能培训，为村民搭建数字素养提升平台，

进而促进乡村人才培养。 
第三，不可忽视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间的替代效应和抵消效应。“财政支出”与“消费水

平”的替代效应，表明数字乡村发展不必各方要素齐头并进，各地区可选择不同的要素组合，因地制宜

选择不同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产业结构”与“消费水平”的抵消效应，则要求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

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不能盲目求快求大，应同步注重扩大内需，提高地区消费水平，预防二者的抵消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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